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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用地与农田和沙地的权衡 ／协同关系定量解析
———以西辽河流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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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显著改变了生态系统要素及其之间的权衡 ／协同关系，探究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关键影响因子对于

指导生态系统管理和应对未来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以西辽河流域为研究区，分析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生态系统要素的时空变化及生

态用地、农田和沙地景观梯度的演变，应用相关性分析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刻画生态用地与农田、沙地之间的权衡 ／协同关

系，并通过地理探测器揭示影响生态用地与农田、沙地之间权衡程度变化的关键因子。 结果表明：（１）西辽河流域生态用地减

少、非生态用地增加，具体表现为生态用地中水体和草地面积分别减少了 ２５．７％和 ５．２％，非生态用地中农田面积增加了 １０．２％，
生态系统要素之间的转换主要发生在草地、水体和农田之间。 生态用地景观梯度在中部逐渐离散，破碎化程度增加；农田景观

梯度由东部向西南方向递增和聚集；沙地景观梯度在中部以聚集分布为主。 （２）生态用地与农田之间存在显著的权衡关系，权
衡区域面积先增加后减少，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南部平原地区，约占研究区面积的 ４６％；协同区域面积先减少后增加，约占研究区

面积的 ８％，人均 ＧＤＰ 和人口密度是影响生态用地与农田权衡关系的重要因子。 （３）生态用地与沙地的权衡区域集中在科尔

沁沙地和西部山区，权衡区域与协同区域均呈现长期且相对稳定的态势，其权衡面积占比约为研究区域面积的 ２３％，协同区域

约占研究区面积的 ２２％。 高程和城市化速率是影响生态用地与沙地权衡关系的重要因子。 研究结果可以为流域生态系统空间

优化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生态系统要素；景观梯度；时空格局；权衡 ／协同关系；驱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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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ａｒｅ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ｒｏｕｇｈｌｙ ２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ａｒｅａ ｍａｄｅ ｕｐ ａｂｏｕｔ ２２％．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ｙ ｌ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ｎ ｏｆｆｅｒ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ｄｒｉｖｅｒｓ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１］，要素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和耦合关系［２］。 社会经

济活动的扩张和自然环境的变迁导致生态系统要素的剧烈变化［３—４］。 为了研究这些要素在生态系统中的作

用及其对环境变化的响应，众多学者对生态用地、农田和沙地等关键生态系统要素进行了深入探讨。 Ｈｕ
等［５］分析了近 ３０ 年珠海市生态用地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Ｗａｎｇ 等［６］对影响农田扩张的驱动因子进行研究；
Ｚｈｕ 等［７］以科尔沁沙地为例对其国土空间治理提出建议。 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单一要素，而忽略了生态系统作

为一个整体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进而导致生态系统内在动态和相互作用的理解不足［８］。 因此，加强对生

态系统要素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制定科学的生态环境治理策略，推动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权衡 ／协同是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之间的典型关系［９—１０］。 此消彼长为权衡，同增同减为协同［１１］。 不同

生态系统要素之间也存在空间上的博弈［１２］，由于缺乏对生态系统要素的量化，鲜有研究探究生态系统要素之

间的权衡 ／协同关系。 而景观梯度分析能够有效表达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１３—１４］，为深入探讨生态系统要素之

间的权衡 ／协同关系提供有力手段［１２］。 生态系统要素之间的权衡 ／协同关系的变化受到多种因子的综合影

响，目前探究这些驱动因子的常用方法有偏相关分析［１５］、多元线性回归［１６］ 和地理探测器［１７—１８］ 等。 其中，地
理探测器具有物理含义明确，解释效力高和适用范围广等优势［１９］，已被广泛应用于揭示农田［１７］、草地［１８］ 等

生态系统多功能之间权衡 ／协同关系的驱动机制，从而为驱动因子的空间分异性特征研究［２０］，量化因子在生

态系统要素间权衡 ／协同关系中的作用提供强有力的分析手段。
西辽河流域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１６］，其生态系统表现出较低的稳定性与抗干扰能力［２１］，易于发生生态

退化且自我修复能力有限［２２］，深入探究该区域内生态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关键驱动因子，对于解释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恢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２３］。 因此，本文通过转移矩阵法系统分析该流域生态系统要素

的时空分布特征，利用景观梯度模型绘制了流域生态用地、农田和沙地的景观梯度空间分布，通过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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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生态用地与农田、沙地的权衡 ／协同关系。 相较于协同关系提供的互补与增益

效应，权衡关系揭示了不同生态系统要素之间潜在的冲突和竞争［２４］，而这种冲突会对生态系统整体的稳定性

构成更为直接的挑战，因此，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识别生态用地与农田、沙地权衡关系的关键驱动因子，为流

域生态空间的合理规划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西辽河流域（北纬 ４１°—４６°，东经 １１７°—１２３°） 位于我国内蒙古东北部，毗邻河北省、辽宁省和吉林

省［２５］，流域面积 １．２６ × １０５ ｋｍ２，气候类型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５ ℃—６．５ ℃，年平均降水约 ３７６
ｍｍ，集中在 ７ 月和 ８ 月［２６］。 水资源人均占有量 ８５１ ｍ３，属于典型水资源匮乏区和生态脆弱区［１６］。 整体地形

自西向东逐渐降低，行政上隶属于通辽市和赤峰市，主要河流为西辽河，老哈河，西拉木伦河和新开河（图 １）。
流域西部山地分布有森林，山地—平原过渡区拥有较大面积的草场，适合发展牧业，东部平原主要为农田覆

盖，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中部为科尔沁沙地。

图 １　 研究区位置及地形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２　 数据来源

１．２．１　 土地覆被数据

本文中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２０ 年西辽河流域土地利用来自中国土地覆被数据集（ＣｈｉｎａＣｏｖｅｒ），
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ｍ × ３０ｍ。 由于流域内分布着我国面积最大的沙地，其存在对生态系统和环境构成了显著的

负面影响，特别将沙地作为独立的土地覆被进行划分，其他用地涉及的土地覆被类型有裸岩、裸土和盐碱地。
因此，根据《全国土地覆被Ⅰ、Ⅱ级分类系统》及西辽河流域的土地类型特征将流域土地覆被数据重新划分为

八类：林地、草地、湿地、水体、农田、沙地、建设用地和其他用地。 为了进一步分析生态用地各要素之间的关

系，本文在二级分类的基础上，将林地、草地、湿地、水体等对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具有重要贡献的用地类型定义

为生态用地［２３］。
１．２．２　 驱动因子数据

本文以生态用地与农田、生态用地与沙地之间权衡程度的变化为因变量，从自然和社会经济两个维度选

择了 １４ 个因子作为解释变量（表 １）。 自然因子包括影响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地形因子（海拔和坡度）和气

候因子（年均气温和年均降水）。 社会经济因子反映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利用强度和其对生态系统干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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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２３］，包括体现人口对生态系统压力的人口密度，模拟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干扰的城市化速率和距道路的距离，
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 ＧＤＰ 和农业产值以及评估居民消费水平的农村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可支配收入。

表 １　 驱动因子选取与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类型
Ｔｙｐｅ

驱动因子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数据来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驱动因子说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自然因子 海拔 地理空间数据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地形条件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坡度 基于高程数据提取

年均气温 国家地球系统数据科学中心 气候条件

年均降水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ｄａｔａ．ｃｎ

社会经济因子 人口密度
中科院资源与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区域人口的空间表达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距铁路的距离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 像元几何中心到最近铁路的欧式距离

ｆａｃｔｏｒｓ 距主干道的距离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ｏｒｇ 像元几何中心到最近主干道的欧式距离

距一级道路的距离 像元几何中心到最近一级道路的欧式距离

距二级道路的距离 像元几何中心到最近二级道路的欧式距离

人均 ＧＤＰ 中科院资源与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研究区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
终成果

城市化速率 内蒙古统计年鉴 城市人口 ／ 总人口

农业产值 农、林、牧、渔业全部产品的总产值

农村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

城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

　 　 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景观梯度模型

景观梯度是指某种景观类型在单位网格面积中所占的份额，反映了景观类型的特征和趋势。 景观梯度值

越大，某种景观类型的分布越密集，景观梯度的时空变化反映了景观的干扰过程和退化趋势［２７—２８］，其表达关

系如下：

ＤＩ ＝ ＣＡ

∑ ｎ

ｉ ＝ １
ＣＡｉ

× １００ （１）

式中，ＤＩ 为给定景观类型梯度值，ＣＡ 为单位网格内给定景观的面积，ＣＡｉ 为单位网格内不同景观类型的总

面积。
对研究区进行空间网格化，并通过空间插值计算每种景观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 参考渔网景观生态学的

相关研究，最佳景观样地面积是平均斑块面积的 ２—５ 倍［２９］。 通过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软件计算出研究区平均斑块面积

为 ４５７．３ ｈｍ２，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选择 ５ 倍平均斑块面积 ２２．８ ｋｍ２为单个网格面积，因此，确定 ５ ｋｍ × ５ ｋｍ
为基本网格评价单元。
２．２　 生态用地与农田、沙地景观梯度权衡 ／协同分析

２．２．１　 相关性分析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和莫兰指数定量分析生态用地与农田、沙地之间的相互作用：

ｒｘｙ ＝
∑
Ｎ

ｉ ＝ １
Ｘ ｉ － Ｘ( ) Ｙｉ － Ｙ( )

∑
Ｎ

ｉ－１
Ｘ ｉ － Ｘ( ) ２ ∑

Ｎ

ｉ－１
Ｙｉ － Ｙ( ) ２

（２）

式中，ｒ 为相关系数，Ｘ 和 Ｙ 为不同生态要素的景观梯度值，ｉ 为样本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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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ｎ∑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ｘｉ － ｘ( ) ｘ ｊ － ｘ(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ｘｉ － ｘ( ) ２

（３）

式中，Ｉ 为莫兰指数，ｘｉ和 ｘ ｊ分别为不同生态系统要素的景观梯度值，ｗ ｉｊ为景观梯度值。 莫兰指数 Ｉ 的取值范

围为［－１，１］。 若 ０＜Ｉ＜１，表示聚类趋势，若－１＜Ｉ＜０，则表示离散趋势。 显著的负相关（ Ｉ＜－０．５，ｒ＜－０．５）表明两

种生态系统要素之间存在显著的权衡关系，而显著的正相关（ Ｉ＞０．５，ｒ＞０．５）表明两种生态系统要素之间存在

显著的协同关系［３０］。
２．２．２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通常被认为是相邻空间单元中一个变量和另一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已被广泛用于诊

断两个变量之间的权衡 ／协同关系［２２］。 本文通过 Ｇｅｏｄａ 软件包中的权重和空间模块分析景观尺度上的二元

空间聚类，以衡量生态用地与农田、沙地景观梯度之间的空间权衡 ／协同效应。

Ｉｉ ＝
ｎ ｘｉ － ｘ( )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ｘ ｊ － ｘ( )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 ２

（４）

式中，Ｉｉ 为二元局部空间自相关系数，ｎ 为研究区空间单元数量，ｘｉ和 ｘ ｊ分别为不同生态系统要素的景观梯度

值，ｗ ｉｊ为景观梯度值。 空间关联格局分为五种类型：高⁃高协同区、低⁃低协同区、高⁃低权衡区、低⁃高权衡区以

及不显著区［２７］。
２．３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由王劲峰等［１９］提出，旨在测量空间分层异质性程度并揭示其在各种自然和社会经济过程

中的驱动力的方法，可以定量识别各种驱动因子对因变量空间模式的贡献，驱动因子对因变量空间差异的权

衡影响可以通过 ｑ 值估计：

ｑ ＝ １ －
∑

Ｌ

ｈ ＝ １
Ｎｈσ２

ｈ

Ｎσ２ （５）

式中，ｑ 为驱动因子对因变量的定量贡献，ｑ 值越高表明解释力越强，Ｌ 为变量的分层，Ｎ 和 Ｎｈ 为研究区样本

总数和 ｈ 层的样本总数，分别为研究区的方差和 ｈ 层在子区域的方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西辽河流域生态系统格局时空变化

３．１．１　 西辽河流域生态系统要素时空分布特征

西辽河流域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各生态系统要素分布如图 ２。 草地广泛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整个

区域，是研究区最主要的结构（约占研究区面积的 ４５％）。 林地主要分布在流域西部，农田主要分布在东部平

原，中部为科尔沁沙地。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水域面积明显减少，较 １９９０ 年下降了 ２５．７％，草地面积较

１９９０ 年下降了 ５．２１％，农田面积明显增加，较 １９９０ 年增加了 １０．２％。 沙地和林地占比相对稳定，没有明显变

化。 综上所述，研究区生态用地面积减少，非生态用地面积增加。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间西辽河流域生态系统要素之间的转换主要发生在草地、水体和农田之间。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间，在流域中部、东部和南部，有大量生态用地转化为农田（图 ３）。 其中，草地转出最多，向农田转出 ２４８０．８
ｋｍ２，占草地流出面积的 ５４．９％（图 ４）；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流域东部明显有条状生态用地转化为农田。 通过转移

矩阵分析可知，该时期水体变化最剧烈，向农田转出 １７９．７ ｋｍ２，占水体流出面积的 ４２．９％；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流
域东部和南部有大面积生态用地转为农田，同时流域东北部有较明显的农田转为生态用地（图 ３）。 结合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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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西辽河流域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生态系统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ｉａｏ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２０

矩阵，该时段草地净减少最多，向农田转出 ２７８７．１ ｋｍ２，占草地流出面积的 ５３．９％（图 ４）
３．１．２　 生态用地、农田和沙地景观梯度变化

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将景观梯度划分［０—５］、［５—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４０］、［４０—６０］、［６０—８０］、
［８０—１００］共 ８ 个梯度等级（图 ５）。 生态用地集中分布在西部山区以及中部山区—平原过渡区，景观梯度值

在［６０—８０］分布面积最大。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在高景观梯度［６０—１００］区间，生态用地景观由 ５６．９％下降至

５２．６％，景观面积减少了 ４．３％，在低景观梯度［０—４０］，生态用地景观由 ２０．５％增至 ２４．８％，景观面积增加了

４．３％。 农田集中分布在东部平原地区，景观梯度值在［２０—４０］分布面积最大。 从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在高景观

梯度［６０—１００］区间，农田景观由 ８．８％增加至 １３．９％，景观面积大幅增加 ５．１％，在低景观梯度［０—４０］，农田

景观由 ７２．０％降低至 ６７．８％，景观面积降低 ４．２％。 沙地景观梯度在［０—５］的分布面积最大，仅在科尔沁沙地有

明显高景观梯度沙地。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高景观梯度［６０—１００］沙地仅占研究区面积 ０．５％左右，低景观梯度［０—
４０］沙地占研究区总面积 ９８．１％，在中景观梯度［４０—６０］，沙地面积由 １．４％降低至 １．３％，景观面积降低了 ０．１％。
３．２　 生态用地与农田、沙地的权衡 ／协同关系

３．２．１　 生态用地与农田的权衡 ／协同关系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在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生态用地与农田的景观梯度具有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全
局莫兰指数 Ｉ＜－０．５，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ｒ＜－０．６。 生态用地与农田景观梯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权衡关系，从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莫兰指数 Ｉ 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ｒ 的绝对值均呈上升趋势，表明权衡程度增加（表 ２）。 通过聚

类分析，西辽河流域生态用地与农田的权衡 ／协同关系表现出不同的空间模式，图 ６ 为通过 Ｐ＜０．０１ 显著性检

验的像元数量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百分比。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权衡区域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４５． ９％、
４８．３％、４６．０％，４７．０％；协同区域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８．４％、７．３％、８．２％、７．９％（图 ６）。 权衡区域主要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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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西辽河流域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转移变化

Ｆｉｇ．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ｉａｏ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２０

图 ４　 西辽河流域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转移弦图

Ｆｉｇ．４　 Ｃｈｏｒ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ｉａｏ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２０

东部平原和西北部山区，东部平原地形适宜且有西辽河水源涵养滋润，适合粮食生长和农业发展，生态用地与

农田存在明显的低⁃高聚集，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东部平原地区权衡区域有较明显扩张；西北侧为大兴安岭南端，分
布有森林，生态用地与农田存在明显的高⁃低聚集，此区域权衡区域面积无明显变化（图 ７）。

表 ２　 西辽河流域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生态用地与农田的景观梯度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ｉａｏ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２０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０．６７０∗∗∗ －０．６８９∗∗∗ －０．６９０∗∗∗ －０．７０３∗∗∗

全局莫兰指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Ｉ －０．５１４ －０．５３２ －０．５３４ －０．５５７
　 　 ∗ 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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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西辽河流域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生态用地、农田及沙地景观梯度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ｙ 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ｉａｏ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２０

３．２．２　 生态用地与沙地的权衡 ／协同关系

在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生态用地与沙地的景观梯度具有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全局莫兰指数 Ｉ＜－０．０４，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ｒ＜－０．０１，生态用地与沙地景观梯度之间权衡关系不显著，从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流域生态用地与沙地之

间的莫兰指数 Ｉ 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ｒ 的绝对值小幅下降，表明研究区权衡面积略有减小（表 ３）。 通过聚类分

析，西辽河流域生态用地与沙地的权衡 ／协同关系表现出不同的空间模式，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通过 Ｐ＜０．０１ 显著

性检验的权衡区域像元数量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２３．７％、２３．２％、２３．５％、２２．１％；协同区域分别占研究区总

表 ３　 西辽河流域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生态用地与沙地的景观梯度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ｙ 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ｉａｏ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２０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２∗∗∗

全局莫兰指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Ｉ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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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西辽河流域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权衡、协同及不显著区域占研究区面积比例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ｙ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ｌｉａｏ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２０

图 ７　 西辽河流域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生态用地—农田权衡 ／协同关系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ｌｉａｏ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２０

高⁃高为在单位网格内，生态用地和农田景观梯度值都高；低⁃低为在单位网格内，生态用地和农田景观梯度值都低；低⁃高为在单位网格内，

生态用地景观梯度值低，农田景观梯度值高；高⁃低为在单位网格内，生态用地景观梯度值高，农田景观梯度值低

面积的 ２２．６％、２３．６％、２３．５％、２４．４％（图 ６）。 权衡区域主要位于科尔沁沙地和西北部大兴安岭区域，研究区

中部为我国四大沙地之一科尔沁沙地，该区域主要用地类型为沙地，因此生态用地与其存在明显的低⁃高聚

集。 西部为大兴安岭南段，分布有森林，该区域生态用地与沙地之间存在明显的高⁃低聚集。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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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西辽河流域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生态用地—沙地权衡 ／协同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８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ｙ 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ｉａｏ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２０

权衡区域面积变化不显著（图 ８）。
３．３　 生态用地与农田、沙地权衡关系的驱动因素

本文通过地理探测器，进一步探究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对西辽河流域生态系统要素之间权衡程度的

影响。 探测结果显示，生态系统要素之间关系受到多种主导因素的影响（表 ４）。 在影响生态用地与农田权衡

关系的驱动因子中，社会经济因子的 ｑ 值整体高于自然因子，表明社会经济因子更能解释生态用地与农田之

间的权衡程度。 其中人均 ＧＤＰ、人口密度以及农村可支配收入对生态用地与农田的权衡关系的影响更大，ｑ
值分别为 ０．２６３、０．２１９ 和 ０．１３８。 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增长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生态用地与农田之间

权衡关系的重要因素。 在影响生态用地与沙地权衡关系的驱动因子中，高程解释力最大，ｑ 值为 ０．２５７。 其次

为城市化速率和城镇可支配收入，ｑ 值分别为 ０．１４６ 和 ０．１４３。

４　 讨论

４．１　 生态系统要素时空变化分析

西辽河流域近 ３０ 年生态系统要素之间转换频繁，要素间的转变以草地、水体和农田为主。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随着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对农畜产品的生产需求大幅增加［３１］，这一社会经济因子显著影响了区域生态

系统格局。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需求，草地、水体等生态用地被开垦为农田；牧区盲目扩大牲畜量，造成部

分草地退化［３２］。 因此，在该时间段内流域内草地、水体等生态用地的面积减少，农田面积增加。 ２０００ 年之

后，随着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３３］，流域中部和西部有部分农田转化为生态用地，但由于对粮

食需求持续增加以及对政策的执行力度不一等原因［１２］，导致流域农田扩张程度强于生态用地的恢复程度，该
时间段内整体上农田面积仍然增加，草地、水体等生态用地面积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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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地理探测器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类型
Ｔｙｐｅ

驱动因子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生态用地⁃农田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生态用地⁃沙地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ｙ ｌａｎｄ

自然因子 海拔 ０．０３８∗∗ ０．２５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坡度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３∗∗

年均气温 ０．０４５∗∗ ０．０９７∗∗

年均降水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７∗∗

社会经济因子 人口密度 ０．２１９∗∗ ０．０４４∗∗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距铁路的距离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３∗∗

距主干道的距离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６∗∗

距一级道路的距离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６∗∗

距二级道路的距离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７∗∗

人均 ＧＤＰ ０．２６３∗∗ ０．０１８∗∗

城市化速率 ０．１２３∗∗ ０．１４６∗∗

农业产值 ０．１１２∗∗ ０．１４１∗∗

农村可支配收入 ０．１３８∗∗ ０．０４６∗∗

城镇可支配收入 ０．１１８∗∗ ０．１４３∗∗

景观梯度分析可以直观反应景观变化程度的空间信息，揭示景观空间格局特征［３４］。 １９９０ 年以来，西辽

河流域高景观梯度生态用地减少，低景观梯度生态用地增加，表明生态用地聚集程度逐渐降低，破碎化程度增

加；高景观梯度农田大幅增加，特别是在东部平原以及南部水网比较密集区域，其农业基础设施水平相对较

好，农田聚集程度明显增加。 农田的不断扩张导致生态用地面积减小，从而造成生态用地退化［１２］。 研究期

间，沙地在不同景观梯度下变化不大，在空间上存在明显聚集分布，特别是在科尔沁沙地，该区域高景观梯度

沙地占绝对优势，仅在外围有小面积中景观梯度沙地转为低景观梯度，表明该区域沙地沙漠化程度降低。 主

要由于三北防护林等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使得流域内沙漠化土地整体扩展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的遏制［３５］。
这与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结果［３６］一致，沙地沙漠化程度逐步减轻。
４．２　 生态用地与农田、沙地之间权衡关系的驱动因子分析

西辽河流域生态用地与农田之间存在显著的权衡（表 ２），二者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 生态用地与农田的

低⁃高权衡区域主要位于地形适宜的东部和南部区域，研究时段内低⁃高权衡区域存在较明显的扩张（图 ７），
农田的扩张通常会导致生态用地的退化，加剧生态用地与农田之间的权衡。 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经济状况会

显著影响农田扩张［３７］；同时，ＧＤＰ、人口年增长率等社会经济因子也会进一步影响农田的变化［３８］。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年，西辽河流域人口的增长导致对粮食的需求量增加［３２］；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使得农民开垦农田的意

愿更为强烈［３９］，因此，该时段内农田显著扩张，而生态用地退化，生态用地与农田之间权衡面积呈显著增加。
２０００ 年以后，由于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３３］，有部分农田转化为生态用地，因此，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生
态用地与农田之间的权衡面积相较 ２０００ 年有所减少。

西辽河流域中部的科尔沁沙地，生态用地与沙地之间存在长期较稳定的权衡区域，且权衡区域的面积无

明显变化（表 ３，图 ８）。 城市化速率和城镇可支配收入等社会经济因子是影响权衡关系的主要因素。 研究表

明，农村人口的增长与沙漠化进程的加速存在密切联系［４０］。 特别是在内蒙古地区，人类活动在植被退化的过

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４１］。 近三十年来，随着经济收入和社会经济效益提升，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了生态环境

治理的力度，特别是“三北”防护林等重点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３２］，有效抑制了生态用地与沙地之间的权衡

关系，促进了二者的协同发展。 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沙漠化进程，缓解了生态用地

与沙地的权衡，但由于水资源短缺，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土壤贫瘠等因素，植被的成活率仍然较低，未能从根本

上缓解生态用地与沙地之间的权衡［３５］。 因此，对应的可持续发展策略除控制人口增长外，还需进一步加强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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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护，以推动生态系统要素之间的协同发展。
４．３　 对生态管理的建议和启示

针对生态用地与农田权衡面积持续增加的现象，在土地管理上，可以关注二者最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区域，
设置转化的弹性空间［１２］，利用二者之间的长期反馈来促进土地管理政策的调整。 由于大面积平原地区已经

由水体、草地等生态用地转化为农田，流域河流断流严重，缺水问题显著，在平原地区开展植树造林等生态恢

复措施，可能会加剧干旱的风险，造成生态系统之间的权衡关系加剧。 未来在实施控制生态用地与沙地权衡

面积情况下，可以通过减少沙漠化进程，适地适树，选择能适应沙地条件的植被，根据不同植被的生态需水量

和科学的立地条件评价来确定种植规模［４２］。 同时，通过人为干扰改善生态用地与沙地之间的权衡。 在保证

农牧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根据山水林田湖草沙与当地人民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制定政策和规划［４３］，加强草原

执法力度，改善目前“边治理，边破坏”的情况［８］。 而后逐渐转变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从依赖草原向绿色产

业转变［６］，减轻草地生产压力，从而改善生态用地与沙地之间的权衡关系。

５　 结论

（１）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西辽河流域生态用地减少，非生态用地增加，其中水域大幅减少 ２５．７％，草地减少

５．２％，农田增加 １０．２％。 生态系统之间的转换主要发生在草地、水体、农田之间。 生态用地在低景观梯度

［０—４０］区间增加 ４．３％，在高景观梯度［６０—１００］区间减少 ４． ３％；农田在低景观梯度［０—４０］区间减少

４２．７％，在高景观梯度［６０—８０］区间增加 ５．１％，特别是在东部平原地区，高景观梯度空间增加明显；沙地在中

景观梯度［４０—６０］区间减少 ０．１％；
（２）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生态用地与农田景观之间存在显著的权衡关系，权衡区域面积先增加后减少，集中在

中部和南部平原地区，面积约占研究区面积的 ４６％；协同区域面积先减少后增加，面积约占研究区面积的

８％，人均 ＧＤＰ、人口密度是解释生态用地与农田权衡关系的重要因子；
（３）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生态用地与沙地景观之间在科尔沁沙地区域存在长期较稳定的权衡区域，此外东部平

原地区也有较为明显的权衡区域，权衡面积约占研究区面积的 ２３％；协同区集中在流域南部，约占研究区总

面积的 ２２％；高程和城市化速率是解释生态用地与沙地权衡关系的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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